
中国地方法制史研究的前世与今生

王立民 *

摘 要 研究中国地方法制史有其特有的意义，即有利于丰富中国法制史的内涵、发展地 

方法文化以及为今天的地方法治建设提供借鉴等。前世的研究成果主要可以分为以行政区 

划、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来划定的一些成果，涉及的主要内容包括了中国地方的立法、行政 

执法和司法史等。取得这些成果的原因有多个，主要是研究队伍开始壮大、研究资料开始增 

多、研究环境开始宽松等。今生的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研究人员较为分散，没有形成 

合力；研究地域分布不均，研究成果疏密不句；研究资料没有充分发掘，还有资料未被充分利 

用；研究方法较为单一，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不多等。为了推进中国地方法制史的研究，有必要 

进一步重视研究队伍的扩大和整合、研究资料的收集和研究方法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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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十余年来，中国地方法制史的研究方兴未艾，成 果 渐 多 ，许 多 著 作 论文相继问世。 

可 是 ，对其前世今生的研究十分不够，不 能从总体上反映出它的基本面貌。为了推进中国 

地方法制史的研究，本文以大陆公开 出版发表的主要著作论文为中心，对其前世今生进行 

探研 。

一、中国地方法制史研究的意义

中国法制史既包括中央法制史，又包含地方法制史。地方法制史是中国法制史的一个组 

成部分，着重反映各地方法制发展的状况与规律。有其特有的研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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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利于丰富中国法制史的内涵

中国地方法制史是中国法制史的一个部分，中国法制史中不能没有地方法制史。它与中 

央法制史互动，可以大大丰富中国法制史的内涵，使其更为完整。中央法制在全国各地有效， 

各地都应认真贯彻执行。为了使中央法制能在本地落实，各地会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制订一 

些适用于本地的相关规定，细化实施中央法制。另外，有些地方法制中有价值的内容也会被中 

央法制所汲取，改变成为中央法制的内容。这样，地方法制便会丰富中国法制的内涵。也就是 

说 ，它的内容可以拓宽中央法制史，使其更为丰富，更加有血有肉。一方面，地方法制可以较为 

充分地反映出中央法制贯彻执行的细化情况，另一方面，地方法制又可以向中央法制提供成果 

经验。这两个方面反映在中国法制史中，使其变得更为鲜活生动，更为完整。缺少地方法制 

史 ，中国法制史就会显得比较单调，甚至比较枯燥，也不完整了。从这种意义上讲，研究中国地 

方法制史十分有价值，也很有意义。现有的研究成果已经能够体现出这一意义的存在。

从上海法制史的研究成果来看，已经能反映出这样的意义。在辛亥革命时期，上海地方法 

制一方面细化南京临时政府的中央法制，以便在上海得到实施；另一方面自主开创地方法制， 

有些内容还为中央法制提供参考。它们的结合便使辛亥革命时期的法制内容更加完美。辛亥 

革命以后，南京临时政府改变原来阴历纪元的办法，规定使用阳历的纪元方式。上海沪军都督 

立即响应，并作出规定。1912年 1 月 2 日的《申报》刊登了一个以“中华民国纪元”为题、上海 

沪军都督府为了贯彻和执行中央法制的地方性规定。此规定开宗 明 义 本 日 （阴历十一月十 

二日）奉大总统孙谕令，以本月十三日为阳历元旦，我民国百度维新，亟应及时更用阳历，期于 

世界各强国同进文明。”因此，上海也作出了相应的规定，贯彻执行中央法，要求“从前行用阴 

历 ，一律变更”。从此，上海与全国一致，使用阳历纪元。另外，上海创制的地方性法制为中央 

法制提供了参考。辛亥革命爆发以后，上海很快做出男性须剪辫的规定。1911年 1 1 月 1 2 日 

的《时报》报道了这一规定，主 要 内 容 是 凡 我 同 胞 ，一律剪辫，除去胡尾，重振汉室。”这一规定 

成了南京临时政府作出男性须剪辫规定的参考。1912年 3 月 5 日的《临时大总统关于限期剪 

辫致内务部令》也作出了关于剪辫的规定，其内容与上海的规定十分相似，只是增加了时间的 

限制。此 令 规 定 凡 来 去 辫 者 ，于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不遵者，违法论。”〔1〕这 

一上海地方立法早于中央立法4 个月左右时间，其内容被中央立法所吸收。经过上海地方法 

制与中央法制的互动，辛亥革命时期中国法制史的内容更为丰满，也更为鲜活了。

(二）有利于发展地方法文化

法文化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集中反映了法律精神和理念，立法、行政执 

法和司法的状况，法律实施和监督的情况，法律设施和器具的形态，法制宣传、法学教育和法学 

研究的面貌等，是法治国家不可或缺的一种重要文化。缺少这一文化，法制国家便会失去灵 

魂 ，没了立根基础，法治大厦就会倾倒。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的法文化离不开地方法文化。 

中国各地都有自己的法文化，只有把各地的地方法文化有机整合，才能烘托出完整的中国法文 

化 。缺少地方法文化，中国法文化就会残缺不全，甚至面目全非。

〔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选编》(第二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页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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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方法文化中，地方法制史是极为重要的一员。它着重反映历史上地方的立法机构、法规 

体系、法规形式、法规内容，司法机构、司法特点、特殊司法程序、判决的执行，法律监督的机关、施 

行情况等。以这些构成的内容为出发点，可以进一步探索发现地方法制的整体面貌和发展路径 

与规律。它们都是地方法文化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地位不同一般。因为，地方法制史处于地 

方法文化的中心地位，是地方法律精神和理念的外在转化形式，集中体现了这种精神和理念，又 

是地方法律设施、器具和法学教育、研究之本，没有地方法制史，它们便成了无本之木。从这种意 

义上说，把一部地方法制史看成是半部地方法文化史，也不为过。

中国长期地广人多，风土人情各异，民族差别不小，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这些都决定了 

中国地方法制史五彩缤纷，而非千篇一律。城市、农村 、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法制史都会显示各 

自的特色。比如，上海是一座近代发展起来的新兴城市，其地方法制史的内容大量围绕于近代 

城市管理方面，包括城市的经济、金融、交通、治安、卫生、教育管理等。〔2〕这些均与农村的地 

方法制史不同。同时，就是中国的城市法制史也非千城一面，而会有所差异。上海有中国建成 

最早、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租界，其法制比较完善，涉及城市管理的方方面面，是中国所 

有租界中法制最为发展和成熟的一个，具有明显的近代性。这些都为中国其它城市的法制所 

不可比拟。云南省以农村地区为多，其法制史的大量内容集中于农村发展的需要，在古代时期 

有许多关于土地、赋税 、移民垦殖、矿业等方面的规定。〔3〕同时，云南省的少数民族又特别 

多 ，在全国排名第一，因此少数民族法制史也融入其中，涉及西盟佤族、纳西族、傣族、彝族等的 

民族法制史。〔4〕这在农村的法制史中独树一帜。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法制史也是一种地方法 

制史，以每个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等所形成的法制为主体内容，不同的少数民族法制便有了 

不同的特色。藏族法制史的特色表现为保留了原始奴隶制社会法的残余，法律规范与宗教戒 

律 、道德规范合体，约束军民的军律占有较大比重，按等级论罪处罚，实行当事人设誓，相信神 

明裁判等。〔5〕蒙古法制史中也有自己的特点，其《大扎撒》的特点就十分明显，主要是严刑与 

重赏并举，内容上兼容并蓄，继承了蒙古族游牧业的传统，训 言 、说教有很高的权威性等。〔6〕 

可见，中国地方法制史的内容十分丰富，特点也非常鲜明。研究弘扬地方法制史，就可以充实 

发展地方法文化，使其在地方法治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加快地方的现代化建设。当然，地方 

法文化的建设也直接有利于丰富中国法文化建设。

(三）有利于为今天的地方法治建设提供借鉴

今天 ，我国正在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具有开创 性 ，既没有现存的模式可以照搬， 

也没有现存的制度可以照抄，而需要逐步进行摸索，在摸索过程中，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具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种摸索中，也包括地方的法治建设。没有地方的法治建设，整

〔2〕 参见王立民：《上海法制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页 2。

〔3〕 方慧编：《云南法制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 3 — 5。

〔4〕 同上注，页 8 — 9。

〔5〕 参见徐晓光：《藏族法制史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页 5。

〔6〕 参见奇格：《古代蒙古法制史》，辽宁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页 43 —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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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中国的法治建设便会成为空中楼阁、无本之木。事实上，中国的地方法制建设同样历史悠 

久 、成果不少，其中有些内容还可以为今天的法治建设所借鉴。在借鉴中，不断吸取地方以往 

的法制文明成果，古为今用，完善当今的地方法治。这种借鉴可以涉及多个方面，可以是地方 

性法规的修订，也可以是地方性法规的实施等。只要属于法制领域，都可纳入关注的范围之 

内；只要对今天地方法治建设有利，都可以在借鉴之列。总之，在今天的地方法治建设中，地方 

法制史有益经验的借鉴不容忽视，有其存在的价值。

我国有些地方在建设自己的法治过程中，也确有借鉴本地以往法制的先例，上海就是如 

此 。这里以制定禁止随地吐痰的规定为例。这一规定的内容直接体现在2001年《上海市市容 

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 200 3年《关于修改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 

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之中。〔7〕“条例”第 2 8 条“禁止下列影响环境卫生的行为”中，第 1 

项就规定禁止“随地吐痰、便溺”。违反这一规定的，“条例”规定要处 5 0元罚款，以后的“决定” 

则提高到 20 0元以下罚款。“决定”修订这一罚款数额时，正值上海处于“非典”时期。为了防 

治“非典”，有必要加大处罚力度，进一步禁止随地吐痰。因为，当时大家已经充分认识到：“一 

口痰中含有大量病菌，痰是病毒的温床，由于‘非典’病毒可以较长时间地存活，而病毒随风飘 

扬 ，一 经被人体吸入，将严重危害人们身体健康这一事实出发，认为为了维护公共卫生安全，对 

乱吐痰者加大处罚力度很有必要。”〔8〕但 是 ，不管是“条例”的制定，还是“决定”的修改，都借 

鉴过上海 2 0世 纪 3 0年代的相关立法。那时 ，《上海市经常保持清洁办法》中就有关于禁止随 

地吐痰的规定，此后上海就一直借鉴沿用这一规定。这一“办法”也成了上海禁止随地吐痰规 

定的先例，为今天上海的立法所借鉴。时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立法处处长、参与制定 

“条例”和修改“决定”吴勤民就这样表达过：“从本市的情况看，为了保持市区清洁卫生，减少随 

地吐痰的现象，2 0世 纪 3 0年代公布的《上海市经常保持清洁办法》中就将随地吐痰列为不准 

行为，从此以后，‘禁止随地吐痰’作为环境卫生管理规范的一项基本行为准则一直发挥着作 

用 。”〔9〕禁止随地吐痰的规定是如此，禁止烟花爆竹的规定也是如此。上 海 在 199 4年制定 

《上海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时 ，〔10〕其中的“严禁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也曾借鉴过以往 

上海关于禁放花爆的规定。〔11〕从这种意义上说，研究地方法制史有其一定的现实意义，可以 

为今天的地方法治建设提供借鉴，发挥“余热”。

综上所述可知，当前研究中国地方法制史很有意义，是值得进一步开拓的领域，可以作为 

中国法制史乃至中国法文化研究中一个突破方向，其天地很宽。

〔7〕 参见沈国明主编：《上海市地方性法规汇编》，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事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编， 

2007年版，页433—441。

〔8〕 周慕尧主编：《立法中的博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页 109。

〔9〕 同上注，页 108。

〔10〕 参见沈国明，见前注〔7〕，页 131 —132。

〔11〕 王 立 民 ：“上海禁放花爆规定今昔”，《档案春秋》2 0 1 2年 第 1 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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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地方法制史研究成果的分类

从前世的角度进行观察，以地区范围作为标准来加以区分，中国地方法制史的研究成果主要 

可以分为三类，即以中国行政区划来划定的地方法制史、以地区来划定的地方法制史和以少数民 

族聚居区来划定的地方法制史等。它们都为研究中国地方法制史做出过贡献。

(一）以行政区划来划定的地方法制史研究成果

这一成果的研究对象是以行政区划来划定区域内的地方法制史，即其地域性是以行政区 

划作为标准来划分的。这一法制由地方政府为主导，在本行政区划内生效。中国自古至今行 

政区划不少，有部分研究成果能从这一侧面来反映地方法制史发展状况。根据时间和内容来 

划分，还可以有通史、断代史和专题史等区别。与其它两类中国地方法制史的成果相比，这类 

成果在数量上较多。《上海法制史》、《云南法制史》和《天津监狱史》〔12〕等是通史类的地方法 

制史著作。《上海法制史》叙述的时间自建立上海县的元朝开始 ，一直沿续至新中国成立之初， 

内容包括了上海的立法机构、地方法规渊源、法规的基本内容、治安机关、审判机关、律师、监狱 

等 。《云南法制史》阐述的时间始自秦汉，终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内容涉及云南省立法指导思 

想 、立法机构、各部门法的内容、司法制度等。《天津监狱史》则是一部专门研究天津市监狱史 

的通史类著作。时间跨度从明清直至改革开放以后，内容触及了监狱管理和法制中的各个方 

面 ，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天津监狱发展的历史。另外，还有一些相关的地方志也可归入此类。 

比如，《上海公安志》、〔13〕《上海检察志》、〔14〕《上海审判志》、〔15〕《上海监狱志》、〔16〕《陕西省志 

• 审判志》、〔17〕《厦门政法志》〔18〕和《广州检察志》〔19〕等 。它们都以志的形式，反映了上海地 

方法制史中公安、检察、审判和监狱的整体情况。

在这类成果中，还有一些断代地方法制史的著作，所反映的是以行政区划来划定的地  

方法制史中某一时期内的内容。《宁波近代法制变迁研究》〔20〕和《滇国法制初探》〔21〕是这 

类成果中的代表作。《宁波近代法制变迁研究》研究的是宁波市的近代法制，是一部十分典 

型的断代地方法制史。它重点考察了从中国清末法制改革至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宁波法制， 

涉及立法和司法制度、律师制度以及宁波近代法制变迁的基础和成因等内容。《滇国法制

〔12〕 薛梅卿、从金鹏：《天津监狱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3〕 易庆瑶主编：《上海公安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

〔14〕 吴光裕主编：《上海检察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

〔15〕 滕一龙主编：《上海审判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

〔16〕 麦林华主编：《上海监狱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

〔17〕 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陕西省志• 审判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8〕 厦门政法志编纂委员会:《厦门政法志》，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9〕 广州市人民检察院编志办公室：《广州检察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0〕 邹剑峰：《宁波近代法制变迁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 2 0 1 0年版。

〔21〕 方慧：“滇国法制初探”，《思想战线》2003年 第 2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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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探》则是一篇专门研究从春秋到汉，西南古王国滇国的法制论文 ，内容涉及法制原则、立 

法内容与法制特点等。

在以行政区划来划定的地方法制史研究成果中，专题研究的成果较多。它们把中国不同 

时期的某一法制专题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并对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其中 ，主要的著作 

有《清代四川盐法研究》、〔22〕《清 代 广 州 涉 外 司 法 问 题 研 究 》、〔23〕《民 初 湖 南 省 宪 自 治 研  

究 》、〔24〕《城 市 • 规 划 • 法制 》、〔25〕《上海法制与城市发展》、〔26〕《近代社会变迁中的上海律 

师》、〔27〕《上海法治建设三十年专题研究》〔28〕等 ，都从不同角度专题研究了中国地方法制史。 

《清代四川盐法研究》和《清代广州涉外司法问题研究》均把研究时间定位在清代，但所研究的 

专题不同。前者专门研究清代的盐法，内容包括了盐的生产、运销、征税的法制和对私盐的惩 

治 。后者则集中探索了鸦片战争前广州涉外司法的一些问题，包括涉外司法的两种运作模式、 

涉外刑事审判的实体与程序、涉外商事纠纷的处理模式、华洋民事诉讼与中西价值冲突、清代 

涉外司法理念解析与其中的“主权”问题。《民初湖南省宪自治研究》专门研究了民国初期即 

191 0至 192 6年间，以省宪的制定和实施为核心的省级层面的地方自治问题，内容包括民初湖 

南省宪自治的历史时空和进程、自治选举、《湖南省宪法》的创制内容和基本精神、绅权与民初 

湖南省宪自治、现实反思等。其他的一些成果都把上海市的法制史作为研究对象，重点反映了 

上海不同时期一些专题研究的状况。《城 市 • 规 划 • 法制》是一部专门探研新中国成立以前上 

海城市规划法制的著作，内容涉及了城市土地、道路和建筑法制的各个方面。《上海法制与城 

市发展》的大量内容集中于研究新中国成立前后上海不同时期法制，这一专题性研究著作的内 

容涉及上海小刀会起义军、劳资争议处理、土地改革、公有住房等的法制。《近代社会变迁中的 

上海律师》聚焦于上海近代的律师与律师制度，是这一研究领域内的一本力作。《上海法制建 

设三十年专题研究》则是以上海改革开放以后法治建设为主线，分专题加以论述，其中有立法、 

行政执法、司法等专题中的许多方面，最后还有法学教育与研究的内容。另外还有一些论文也 

属于此类成果。比如《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的市民代表政府及其革命法制》、〔29〕《新上海 

第一年刑案述评》、〔30〕《论近代湖南绅权运动与省宪自治》、〔31〕《清代广西土州县监狱制度》、〔32〕

〔22〕 张洪林 :《清代四川盐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 0 1 2年版。

〔23〕 唐伟华、黄玉：《清代广州涉外司法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24〕 丁德昌：《民初湖南省宪自治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25〕 练育强：《城 市 •规 划 •法制》，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26〕 王立民、练育强、姚远主编：《上海法制与城市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27〕 陈同：《近代社会变迁中的上海律师》，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

〔28〕 顾肖荣、史建三主编：《上海法治建设三十年专题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

〔29〕 张希坡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的市民代表政府及其革命法制”，载中国法律史学会《法律史论 

丛》编委会:《法律史论丛》(二），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2年版。

〔30〕 王立民：“新上海第一年刑案述评”，《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0年第 3 期。

〔31〕 欧阳斗平论近代湖南绅权运动与省宪自治”，《长沙大学学报》2006年第 1期。

〔32〕 许直清代广西土州县监狱制度”，《学术论坛》1990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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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现的清末京城城市管理法规研究》、〔33〕《清末广东巡警(警察)制度述略》、〔34〕《明代徽州的 

民事纠纷与民事诉讼》、〔35〕《民国晚期西安地区律师制度研究》、〔36〕《国民党统治时期广东监狱 

发展探讨》、〔37〕《辛亥革命时期上海华界立法探析》、〔38〕《上海律师公会与中国近代法制》〔39〕等 ， 

都从不同方向专题研究了地方法制史。此类成果以专题研究为形式，注重研究中国不同时期地 

方法制中的一些侧面，研究面较窄而较具深度。

(二）以地区来划定的地方法制史研究成果

这是一种把特定地区产生、生存、发展的法制作为研究对象的成果。这里的特定地区不以 

行政区划为限，可以是跨越两个以上行政区划的地区，也可以是在一个行政区划中的某个地 

区。不过，现有的研究成果多以跨越两个以上行政区划的地区的法制史为研究对象。此类成 

果与其他两类成果相比，数量较少。《民国时期华北地区农业雇佣习惯规范研究》〔40〕是一本 

重点研究民国时期华北几省的农业雇佣习惯规范的著作，涉及的地域包括了今天的山东、山 

西 、陕西、河南和河北等省。它从整体上对民国时期这几个省的农业雇佣习惯规范作了较为深 

入的研究，其主要内容是华北地区农业雇佣习惯规范的场域与习惯、内容构成、生成机制、运作 

机制、演化机制、总体特征等。

中国革命根据地法制史中也包括地方法制史。中国革命的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的道路是 

一种先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再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于是，中国的许多地方都建立 

了自己的革命根据地，也创制了自己的地方法制，形成了革命根据地的法制史。不 过 ，中央革 

命根据地颁行的法制不属于地方法制，具有中央法制性质，如在瑞金建立的中央苏维埃共和国 

所颁行的法制就是如此。那时颁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土地法、婚姻法等都属于中 

央法制，不属于地方法制。 目前，已有关于革命根据地的地方法制史著作面世，《鄂豫皖革命根 

据地的人民检察制度》〔41〕是其中的代表作。它以湖北、河南、安徽的革命根据地人民检察院 

为主线，对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主体部分的内容包括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人民检察制 

度的发端，工农监察委员会、革命法庭中的公诉机关和公诉人、政治保卫局等反映人民检察制 

度的法律机关，人民检察制度的历史贡献等。这一著作为专门论述革命根据地的地方法制史 

作了有益的尝试。还有一些论文也为此作了尝试，《论 〈井冈山土地法〉的开创意义》、〔42〕《简

〔33〕 郭成伟、田 涛 ：“新发现的清末京城城市管理法规研究”，《政法论坛》1994年第 2 期。

〔34〕 沈 晓 敏 ：“清末广东巡警(警察)制度述略”，《政法学刊》1997年第 3 期。

〔35〕 卞利：“明代徽州的民事纠纷与民事诉讼”，《历史研究》2000年 第 1 期。

〔36〕 侯 欣 一 ：“民国晚期西安地区律师制度研究”，《中外法学》2004年第 4 期。

〔37〕 万安中：“国民党统治时期广东监狱发展探讨”，《中山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 3 期。

〔38〕 王立民：“辛亥革命时期上海华界立法探析”，《史林》2012年第 6 期。

〔39〕 王立民：“上海律师公会与中国近代法制”，《探索与争鸣》2012年 第 11期。

〔40〕 尚海涛:《民国时期华北地区农业雇佣习惯规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41〕 刘建国主编：《鄂豫皖根据地的人民检察制度》，中国检察出版社2011年版。

〔42〕 刘国荣：“论《井冈山土地法》的开创意义”，《荆州师专学报》1999年 第 1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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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人民调解工作》、〔43〕《论山东抗日民主政权刑事立法的特点》、〔44〕 

《论晋察冀边区的法制建设》、〔45〕《略论东北解放区的土地立法》〔46〕等 ，都对根据地的地方性 

法制进行了研究，也富有成效。

在有关革命根据地法制史的一些著作中，也会涉及一些革命根据地的地方法制史的内 

容 ，将其作为自己的一个组成部分。这部分内容也应归入这一地区的法制史中。《中国革 

命法制史》〔47〕是一部专门研究革命根据地法制史的大作，其中关于抗日民主政权司法机关 

中的部分内容就属于地方法制史。比如，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晋 绥 、华中等抗日根据地 

的司法机关都是如此。《抗日根据地金融法律制度研究》〔48〕是一本专门研究抗日战争时期 

根据地金融法制的著作，其中胶东、山东、浙东等抗日根据地金融法制的内容也属于地方法 

制史范畴。《中国革命根据地狱制史》〔49〕是一本专门阐述中国革命根据地监狱制度史的力 

作 ，其中也有关于革命根据地的地方监狱制度的内容。比如，弋阳县苏维埃政权建立的劳 

动感化院、渤海太岳区的劳动教育所、华北人民政府的海监模式等都是这样。这类地方法 

制史研究成果虽在整部著作中只占一小部分，但因在其它著作中往往没有提及或没有详细 

叙 论 ，其价值仍应肯定，不能忽视。

(三）以少数民族聚居区来划定的地方法制史研究成果

这类研究成果以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法制史为研究对象。这是一种特殊的地区，以少数 

民族的聚居为特征。如果某一少数民族聚居区形成了一个行政区划，也以这一少数民族聚居 

区的地方法制史来论述，而不是一个行政区划的地方法制史来对待，以突出这一法制的少数民 

族特殊性。这类研究成果着重反映少数民族内部推行法制的历史，因此往往与此民族的风俗、 

习惯、宗教联系在一起，具有本民族的特色，往往为其它民族法制史所不具备。在这类成果中， 

主要也可分为通史、断代史和专题研究三种。《藏族法制史研究》〔50〕和《羌族法制的历程》〔51〕 

是两部均以朝代为序的通史类地方法制史著作。前者系统论述了从吐蕃王朝至近代的藏族法 

制史，其内容包括了各个时期的立法、司法，特别是藏族法律内容、结构、功能和法律文化的传 

统特征等。后者则系统论述了从古代到近代的羌族法制史，特别是对其中的习惯法阐述得十 

分详尽，包括了刑事、民事、诉讼等部分。《西夏法律制度研究》〔52〕和《西夏法制研究》〔53〕也是 

两部少数民族法制史的通史类著作，其体制主要是分部门法进行述论，但又有自己的特色。前

〔43〕 李庚元：“简论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人民调解工作”，《东岳论丛》1993年 第 6 期 。

〔44〕 刘为民：“论山东抗日民主政权刑事立法的特点”，《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88年 第 1 期 。

〔45〕 齐一飞：“论晋察冀边区的法制建设”，《法学杂志》1990年 第 2 期 。

〔46〕 孙光妍：“略论东北解放区的土地立法”，《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 第 1 期 。

〔47〕 张希坡、韩延龙主编：《中国革命法制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48〕 栗明辉：《抗日根据地金融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

〔49〕 薛梅卿、黄新明：《中国革命根据地狱制史》，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50〕 参见徐晓光，见前注〔5〕，页 1—5。

〔51〕 参见李鸣：《羌族法制的历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页 1一3。

〔52〕 参见陈永胜:《西夏法律制度研究》，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页 12 — 16。

〔53〕 邵方：《西夏法制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页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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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更注重对西夏法制本身内容的研究，而后者则更关注西夏法制与唐宋法制的比较。有些论 

文也从整体上来研究这一法制史，也属于这种成果。比如《吐蕃法律初探》、〔54〕《傣族法律初 

探 》〔55〕《满族法律综述》、〔56〕等都是如此。

在少数民族地方法制史的研究成果中，还有一些是断代史的研究成果。以时间段来区分 

可分为几种。第一种是一些古代法制史的研究成果。比如，《藏族古代法新论》、〔57〕《古代蒙 

古法制史》〔58〕等著作都对古代的藏族、蒙古族的法制进行了论述，但在体例上不完全相同。 

前者分专题进行研究，其中主要分为藏族古代私法、藏族古代公法以及藏族传统法律观与现代 

社会三大部分。后者则以时间为序，从古代蒙古的约孙到清朝分段进行述论。还有《试述古代 

蒙古的法制及其主要特点》〔59〕等论文也属于此种成果。第二种是某个朝代法制的一些研究 

成果。比如，《清代蒙古法制变迁研究》、〔60〕和《清代回疆法律制度研究》〔61〕等著作是这样的 

成果。它们都把时间定位在清代，结构基本一致，即以部门法为线索。但 是 ，它们的区别也十 

分明显，前者是研究蒙古族的法制，后者研究的则是维吾尔族的法制。还有，《清代西藏法制研 

究 》〔62〕也属于这种成果。第三种是一些当代的研究成果。这种成果不算多，《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法制建设5 0年》〔63〕是其中的代表作。它对近五十年来的新疆维吾尔族聚居的自治区法 

制作了面面倶到的描述，内容涉及立法、公安、检察、审判、司法行政、仲裁、综合治理、法学研究 

和教育等方面，是这一领域研究的力作。

专题研究也是中国少数民族聚居区地方法制史的一种。它只是对这一法制史中的某个专 

题进行深入研究，既不是通史，也不是断代史。《清代清水江下游村寨社会的契约规范与秩 

序》〔64〕是此类成果中的一部，它以清代文斗苗寨契约文书为中心，对清水江下游村寨社会中 

的契约规范与秩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内容连及当地的社会情况、契约的解读、文斗契约文书 

的特征及其作用机制、多元视野下的村寨社会秩序等。在这种成果中，还有一些是论文，比如 

《论藏族传统的天断制度》、〔65〕《论古代蒙古习惯法对元朝法律的影响》、〔66〕《羌族婚姻习惯法

〔54〕 仁青：“吐蕃法律初探”，《西藏研究》1983年第 4 期 。

〔55〕 张晓辉：“傣族法律初探”，《思想战线》1992年 第 5 期 。

〔56〕 魏福祥、杜尚侠满族 法 律 综 述 ”，《满族研究》1994年第 2 期 。

〔57〕 华 热 • 多杰:《藏族古代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58〕 奇格，见前注〔6〕。

〔59〕 奇格：“试述古代蒙古的法制及其主要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文史哲版）》1994年第 2 期 。

〔60〕 杨强：《清代蒙古法制变迁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61〕 王东平：《清代回疆法律制度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62〕 孙镇平：《清代西藏法制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4年版。

〔63〕 白莉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法制建设5 0年》，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64〕 梁聪：《清代清水江下游村寨社会的契约规范与秩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65〕 何峰：“论藏族传统的天断制度”，《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6年 第 4 期 。

〔66〕 柴荣：“论古代蒙古习惯法对元朝法律的影响”，《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 0 0年 第 6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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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考察》、〔67〕《羌族诉讼习惯法的历史考察》、〔68〕《试论西藏封建农奴制度》、〔69〕《清代前 

期新疆地区的赋税制度》、〔70〕《清代蒙古刑事立法的本质和内容试析》〔71〕等都是如此。它们 

均以专题为研究目标，所研究的问题不在面宽，而在于深度，其特点很明显。

除以上三类少数民族聚居区法制的研究成果外，在有些研究少数民族法制的著作中，也会 

涉及一些法制史的内容。比如，《黎族习惯法》〔72〕一书中就有关于宋朝前后黎族习惯法的内 

容《西南少数民族习惯法研究》一书中也有一些法制史的内容，先秦时期和宋代的土地制度的 

内容就是这样。〔73〕 总之，在中国少数民族聚居区法制史的研究成果中，有集中论述的，也有 

分散阐述的，成果已有不少。

(四）其它的地方法制史研究成果

三十余年来，除以上三大类研究成果外，在中国地方法制史研究成果方面还有其它一些成 

果 ，也不能忽略。第一 ，从整体上来研究中国地方法制史的成果。这种成果不是以某个地方的 

法制史为研究对象，而是从整个中国的地方法制史来进行总体研究。这种研究一般集中于某 

个时间段，但面较宽，往往涵盖整个中国的地方法制史。而且，研究的具体内容以专题形式出 

现 ，又与司法相关，不是样样倶到。《宋代地方政府民事审判职能研究》、〔74〕《清末地方自治与 

宪政改革》、〔75〕《晚清卅县诉讼中的审断问题》〔76〕等著作都属于这种成果。第 二 ，中国租界、 

租借地法制的研究成果。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取得了租界、租借 

地 ，并在那些地方建立了自己的法制。这些租界、租借地设在中国城市中的某些区域，是中国 

城市中的一部分。它们的法制是近代法制，与清末法制改革前的华界传统法制差别很大。现 

在 ，已有一些专门研究中国租界法制的成果出版，其中以研究上海租界法制的成果为多。《上 

海道契：法制变迁的另一种表现》、〔77〕《上海租界法制研究》、〔78〕《上海公共租界特区法院研 

究 》〔79〕等著作都是如此。同时，还公开出版了少量专门研究中国租借地法制的成果，《英国租 

借时期威海卫法律制度研究》〔80〕是其中的一部代表作。另外，还有一些相关论文。比如，《上

〔67〕 李鸣：“羌族婚姻习惯法的历史考察”，《比较法研究》2004年 第 4 期 。

〔68〕 龙大轩：“羌族诉讼习惯法的历史考察”，《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 3 期 。

〔69〕 牙含章：“试论西藏封建农奴制度”，《中国藏学》1988年 第 1 期 。

〔70〕 徐伯夫：“清代前期新疆地区的赋税制度”，《新疆历史研究》1985年第 3 期 。

〔71〕 陈光国、徐晓光：“清代蒙古刑事立法的本质和内容试析”，《民族研究》1991年 第 3 期 。

〔72〕 叶英萍:《黎族习惯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73〕 陈金全主编：《西南少数民族习惯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页 11。

〔74〕 屈超立：《宋代地方政府民事审判职能研究》，巴蜀书社2003年版。

〔75〕 马小泉：《清末地方自治与宪政改革》，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76〕 里赞：《晚清卅县诉讼中的审断问题》，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77〕 夏扬：《上海道契：法制变迁的另一种表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78〕 王立民、练育强主编：《上海租界法制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79〕 姚远：《上海公共租界特区法院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80〕 邵宗日：《英国租借时期威海卫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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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租界与上海法制现代化》、〔81〕《近代上海公共租界的建筑法律制度》、〔82〕《上海公共租界的 

会审公廨》、〔83〕《上海租界时代的临时法院论述》〔84〕和《英租威海卫司法体制初探》、〔85〕《英 

租界威海卫司法殖民性特性之分析》〔86〕等也属此种成果。此外 ，有个别专门研究租借地的著 

作中，也有租借地法制的内容。《旅大租借地史》〔87〕中的警宪特、司法制度等内容就是如此。 

第三，中国地方法学教育与法学学术团体的研究成果。这种研究成果在近三十余年中涌现出 

来 ，《上海法学教育史研究》〔88〕和《上海市法学会历史变迁研究》〔89〕是其中的两部著作。前者 

对上海自开埠以来一百六十余年的法学教育作了系统总结，对上海法学教育的起源，发展，调 

整 、挫折和新生，振兴和繁荣等四个时间都作了论述。后者则对上海的法学学术团体上海法学 

会的变迁过程作了全面梳理，并对其中的一些关键问题，如变迁动力、规律、趋势等作了深入探 

研 。第四，海外中国地方法制史的研究成果。中国大陆以外的有些学者也对中国地方法制史 

进行了研究，产出了一些成果。其中，有的已译成中文，在中国大陆发行。《上海警察，1927 — 

1937》〔_ 是一本专门研究上海警察情况的专著，研究的地域既有租界又有华界，是一部较为 

全面反映这1 0年上海警察情况的著作。《上海会审公廨权力关系变迁研究》〔91〕则是一本专 

门研究上海租界中的审判机关会审公廨权力关系变迁的专著，内容较有深度。另外，在有些著 

作中也有海外研究中国地方法制史的单篇论文，《世界学者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92〕是其中 

之一，它收集了法国学者康斯坦所著的《从蒙古法看清代法律多元性》一文。另外，还有一些单 

篇的相关论文，比如《近代安徽的警政》、〔93〕《蒙古法中刑罚的变迁》〔94〕和《英租威海卫之刑事 

审判》等 。〔95〕第四，中国地方法制史的资料汇编。为了推动中国地方法制史研究的不断深 

入 ，有些地方法制史的资料整理、出版工作也在进行，而且已有一些成果问世。这为以后的地 

方法制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资料基础。《中国古代地方法律文献》在 2006年 与 2009年分 

别出版了甲乙两编外，201 2年又出版了丙编。〔96〕这些都是研究中国古代地方法制史不可多

〔81〕 王立民：“上海租界与上海法制现代化”，《法学》2006年第 4 期 。

〔82〕 育强：“近代上海公共租界的建筑法律制度”，《探索与争鸣》2010年 第 3 期 。

〔83〕 张铨：“上海公共租界的会审公廨”，《社会科学》1983年 第 11期 。

〔84〕 姜屏藩；“上海租界时代的临时法院论述”，《学术季刊》1987年 第 3 期 。

〔85〕 王娆：“英租威海卫司法体制初探”，《环球法律评论》2005年 第 5 期 。

〔86〕 王娆：“英租威海卫司法殖民性特性之分析”，《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 第 1 1期 。

〔87〕 程维荣:《旅大租借地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版。

〔88〕 蒋晓伟：《上海法学教育史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89〕 穆中杰：《上海市法学会历史变迁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90〕 （美）魏斐德:《上海警察，1927 —1937》，章红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91〕 杨湘钧：《上海会审公廨权力关系变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92〕 张世明等主编：《世界学者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93〕 谢国光：“近代安徽的警政”，《安徽史学》1990年 第 2 期 。

〔94〕 （日）岛田正郎：《蒙古法中刑罚的变迁》，潘昌龙译，《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91年 第 1 期 。

〔95〕 （马来西亚）陈玉心：《英租威海卫的刑事审判》，方芳译，《环球法律评论》2005年 第 5 期 。

〔96〕 杨一凡:《中国古代地方法律文献》(丙），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版。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n/



得的珍贵资料。《贵州文斗寨苗族契约法律文书汇编》〔97〕是一部清代贵州文斗苗族聚居区法 

律文书的汇编，其中图文并茂，资料殷实可靠，很有价值。有的资料汇编中有地方法制史的部 

分 ，《近代中国地方自治法重述》〔98〕一书即是如此。它的第二部分“地方制定的地方自治法 

规”全是地方法规，涵盖的地区有天津、湖北、上海、江苏、四川、浙江、湖南、江西、贵州、广西、广 

东 、附件、河南等。

以上都是近三十余年来研究中国地方法制史的成果，从中可见成果的种类和数量已经不 

少 ，可以说这种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三、中国地方法制史成果所涉及的主要内容

从前世的视角来探索，中国地方法制史研究的成果综合起来，主要涉及中国地方的立法、 

行政执法、司法等一些领域。

(一）中国地方立法史的研究

对中国地方立法史的研究包括了对立法主体、法律渊源、内容和特点等方面的研究。有关 

地方立法主体的研究是中国地方法制史研究成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少中国地方法制史的 

成果中都论述到这一主体，而且多以立法机构的面貌出现。《上海法制史》论述了从元朝至元 

2 9年（1292年）建县以后至新中国成立之初上海的立法机构，除了其中各个时期的此类机构 

外 ，还涉及租界的此类机构，覆盖面比较宽，相关情况在书中均有体现。〔99〕《云南法制史》对 

云南近现代的立法机构进行了专门的阐述，时间是从清末民初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内容包括了 

每个时期立法机构的名称、下设组织、人员、职类、制定的规定等。比如，辛亥革命时期临时议 

会 、省议会先后为立法机构，下 设 9 个 股 ，讨论过《不过户登记》、《征收营业税所得税》等法案 

等 。〔100〕中国地方法制史中也有法律渊源，对此也有一些研究成果。《藏族法制史》对吐蕃的 

法律渊源进行了研究，主要有赞普的诏令、盟誓、王室颁布的法律、法令和习惯法等，〔101〕它们 

的有机组合，共同构成了吐蕃的这一渊源。《清代蒙古法制变迁研究》则对古代蒙古族的法律 

渊源进行了论述，主要是清廷中央政府针对全国制定的法律、专门针对蒙古地区制定的特别法 

律 、蒙古习惯法（包括宗教法）以及经过清廷认可的蒙古地方政权制定的法律等四类，并且对它 

们分别作了介绍和说明。〔102〕对有关法律内容的研究成果比较多，也是作者们主要研究的对 

象之一。中国地方法制史著作中都有这块内容，比如《宁波近代法制变迁研究》把宁波近代立 

法的主要内容归纳为行政、土地、金融和民间法等方面。〔103〕《民国时期华北地区农业雇佣习

〔97〕 陈金全、林万华主编：《贵州文斗寨苗族契约法律文书汇编》，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98〕 王建等：《近代中国地方自治法重述》，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99〕 参见王立民，见前注〔2〕，页 11— 29。

〔100〕 参见方慧等，见前注〔3〕，页 253— 258。

〔101〕 参见徐晓光，见前注〔5〕，页 17— 21。

〔102〕 杨强，见前注〔60〕，页 31— 35。

〔103〕 邹剑峰，见前注〔20〕，页 1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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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规范研究》分析的立法内容包括了雇佣方式、时间、待遇、组织等。〔104〕还 有 ，在大量的中国 

地方法制史的论文中也有这一内容。《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的市民代表政府及其革命法 

制》把当时的立法内容分为保障人民政治权利、市政建设和社会改革、教育、财政、商业、劳动法 

等方面，并进行了论述。《滇国法制初探》中论述的立法内容包括了刑事、民事、诅盟等方面。 

《上海租界与上海法制现代化》中涉及上海租界2 0世纪前后的立法内容，主要有关组织、治安、 

邮政、路政和建筑方面的内容。有些研究中国地方法制史的成果中还论及到立法特点。《西夏 

法律制度》中论述了西夏的三个主要立法特点，主要是三个，即鲜明的宗教色彩、深受儒家文化 

影响、带有浓厚的民族习惯法的痕迹。〔105〕《辛亥革命时期上海华界立法探析》通过比较当时 

华界与租界立法，探析了华界立法的主要特点，即缺乏系统性、具有革命性和开创性等。可见， 

从总体上来说，近三十余年来的中国地方法制史研究已关注涉及地方立法史的一些主要方面， 

还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二）中国地方行政执法史的研究

对中国地方行政执法史的研究成果集中于地方的警政机关及其执法情况。《上海租界 

法制研究》中 有 3 章专门论述了上海英租界早期警政机关巡捕房的问题，内容包含产生的 

背景、与 外 部 机 构 的 关 系 、内 部 管 理 制 度 等 。同 时 ，还 对 巡 捕 房 的 初 期 执 法 情 况 作 了 介  

绍 。〔106〕《上海警察，1927—1937》则是对上海租界中晚期、华 界 在 这 1 0 年中的警政机关与 

警察状况作了较为详细深入的研究，内容包括了背景、新 的 警 察 理 念 、有 组 织 犯 罪 、政治选 

择之于警政的意义、新市政秩序的局限等。其 中 穿插了许多执法情况，比如大流氓黄金荣 

作为罪犯头子和捕头对法制的亵渎、顾顺章事件和白色恐怖等。〔107〕《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法 

制 建 设 5 0 年 》把 自 19 5 5年自治区成立至 2 0 0 5年 这 5 0 年中的警政机关即公安机关的建设 

与执法情况作了全面的回忆与梳理，内 容 涉及这一机关的建设、发 展 与 演 变 ，内部机构设 

置 ，政 保 、刑 侦 、治安管理职能等。其 中 有 大量的执法 内容，比如在政保中就有清匪、肃 特 、 

反间谍，镇压反革命，平暴安良、反对分裂，集中整治等执法情况，而且有大量数据显示。〔108〕 

还有少量论文也专门研究了中国地方的警政机关及其执法情况。《清末广东巡警（警察）制 

度述略》从总体上对巡警制度进行研究，内容涵盖了它的制度沿革，械 服 、值勤及待遇，巡警 

官弁的选拔和训练，简论等。简论部分还提及了它的执法情况，如执法中违法乱纪之事时 

有发生等。《近代安徽的警政》则 从 前 言 、组 织 系 统 、经 费 、警 政 教 育 等 侧 面，研究安徽的近 

代警政制度，其过程从清末的芜湖开始逐渐推向全省的基本情况。其 中 ，也 涉及执法情况， 

特别提到那时的警察执法与保甲制联系在一起等。经过这样的研究，中国地方行政执法史 

的主要部分已有反映，从中也可窥视这一执法史的一般情况了。

〔104〕 尚海涛，见前注〔40〕，页 111 一 140。

〔105〕 陈永胜，见前注〔52〕，页 28 — 32。

〔106〕 王立民等，见前注〔78〕，页 289— 291。

〔107〕魏斐德，见前注〔90〕，页 27— 29、156— 161。

〔108〕 白莉等，见前注〔63〕，页 5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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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地方司法史的研究

中国地方司法史的研究涉及司法主体、诉讼和审判、律师、执行等方面，在这些方面均有研 

究成果。司法主体在有些研究成果中，往往被称为司法机构。《清代西藏法制研究》对清末西 

藏司法体系的改革进行了论述。随着清末新政的推行，西藏建立了高、中、初级裁判所，作为自 

己的审判机构。〔109〕《清代广州涉外司法问题研究》对清代的司法主体进行了研究，认为在清 

廷的默许下，澳门葡萄人在广州建立了一套自治体系，因此总督、兵头、王室大法官等都曾是司 

法主体，行使过涉外司法案件的管辖权。〔110〕《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人民检察制度》对此根据 

地的人民检察制度进行了探索，认为它是中国最早建立的人民检察机关性质的司法机构，并从 

公诉和监督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证。〔111〕《上海会审公廨权力关系变迁研究》和《上海公共租界 

特区法院研究》都是对上海租界中审判机关的研究。前者集中探研了上海租界中会审公廨权 

力关系的变迁及其所产生的后果；后者则探索了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取消以后成立的特区 

法院的基本情况，并对其中的一些关键问题作了较为深刻的研究。另外，还有一些专题研究相 

关的论文。《明代州县政府审理刑事案件职能初探》把明代的州县政府作为州县的司法机构， 

从总体上对其进行了研究，内容涉及它们在司法中的功能和运作。〔112〕《上海公共租界的会审 

公廨》、《上海法租界会审公廨》〔113〕和《上海租界时代的临时法院论述》都对上海租界不同时期 

存在的司法机构进行了专题研究。关于诉讼和审判，许多地方法制史的著作中均有提及，将其 

作为重要组成部分。《宋代地方政府民事审判职能研究》聚焦于宋代县、州的民事审判职能，进 

行了深入研究和论述，内容有案件的受理、审理、证据和判决等一些方面。〔114〕《羌族法制的历 

程》对羌族地方割据时期的诉讼和审判制度进行了研究，内容包括了告诉的限制和程序、审理 

和判决、上诉、复审和死刑复奏制度等。〔113《藏族古代法新论》专门阐述特殊的审判方法阐 

述 ，即神明裁判，同时还指出了它的三大弊端，即反科学性、虚伪性和残酷性。〔116〕《上海法治 

建设三十年专题研究》则从改革开放 3 0年来审判改革的侧面来反映其中的审判制度变迁。这 

种改革包括了少年审判庭的建设、速裁模式的探索、法官选任制度的改革、法官行为规范的完 

善等一些内容。〔117〕还有一部分论文也专门论述了地方诉讼、审判制度中的某个方面。《明代 

徽州的民事纠纷与民事诉讼》从收集到的明末歙县知县傅岩所审的153个案件出发，研究了有 

关田宅、山林、坟地和水利等的各种民事纠纷与诉讼，并挖掘了其中的原因。《简论山东抗日民 

主根据地的人民调解工作》把调解作为一种解决纠纷的方法，解决了大量矛盾，保一方平安，内 

容涉及调解的组织形式、基本任务、纪律、作用和意义等一些方面。《英租威海卫的刑事审判》

〔109〕 参见孙镇平，见前注〔62〕，页 373。

〔110〕 参见唐伟华等，见前注〔23〕，页 22—27。

〔111〕 参见刘建国等，见前注〔41〕，页 149—155。

〔112〕 施洪道：“明代州县政府审理刑事案件职能初探”，《零陵学院学报(教育科学）》2004年第 4 期 。

〔113〕 张 铨 ：“上海法租界会审公廨”，《史林》1994年 第 2 期 。

〔114〕 参见屈超立，见前注〔74〕，页 57— 130。

〔115〕参见李鸣，见前注〔51〕，页 225— 232。

〔116〕 多杰，见前注〔57〕，页190— 191。

〔117〕参见顾肖荣等，见前注〔28〕，页 32—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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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对 2 0世纪初英租威海卫租借地中发生的刑事案件进行了探讨，其中专门提及“英王诉王和 

谢”案 ，以其作为典型案例加以衬托。在近现代中国地方法制史中，律师及其制度往往不被忽 

视 ，而这是司法民主的象征。对于中国近现代的律师及其制度研究，同样取得了一些成果。 

《近代社会变迁中的上海律师》以详实的资料，对上海的外籍律师、本土律师、律师公会、律师的 

地位和作用等一些问题均进行了深入的研究。〔118〕还有一些论文研究中国地方的律师及其制 

度 。《民国晚期西安地区律师制度研究》利用陕西和西安市现存的档案，对民国晚期西安地区 

的律师制度作了实证分析，内容涉及律师的分布地域、年龄和性别、政治倾向，还有执业与管理 

方式、对政治法律的影响等。《上海律师公会与中国近代法制》则把上海律师公会的产生、发 

展 、作用的发挥等均放在中国近代法制中进行考量，使两者互动，有其特色。有关执行研究，现 

有中国地方法制史的研究成果主要焦点在刑罚的执行上，地方监狱便成了主要研究对象。《天 

津监狱史》梳理了从明清时期到改革开放以后天津监狱的发展历程，大量笔墨在新中国成立以 

后 ，显示了这一监狱曲折的发展过程，内容包含了监狱管理和制度的方方面面。〔119〕《上海监 

狱志》把上海自唐宋以后的历朝监狱作了爬梳，重点也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内容十分广泛，可说 

是面面倶到。〔120〕《冕宁清代司法档案研究》对保存在冕宁档案馆中的司法档案进行整理，专 

门对清代档案进行了研究，对其中的相关执行种类、方式等都作了介绍。〔121〕还有少量论文也 

专门研究地方监狱，《清代广西土州县监狱制度》和《国民党统治时期广东监狱发展探讨》都是 

如此。前者对清代广西土州县的监狱制度作了总结分析，并指出这一监狱一直沿用至民国初 

期 （1929年）。后者则对国民党统治时期广东的监狱作了概括性介绍，还在这一基础上提炼出 

狱制发展的三大特征。经过这样的研究，反映出了中国地方司法史的一些基本情况。

(四）其他方面的研究

在现有的中国地方法制研究成果中，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成果也值得提及。首先，关于地 

方法制特点的研究，有些成果中专门展开论述。由于地方不同，特点也往往不同。《西南少数 

民族习惯法研究》从内容的完整性与形式的片断性、成文的习惯法与不成文的习惯法、伦理道 

德与神意性、民族习惯的民主性与阶级统治的专制性、融合性与冲突性等多方位来论述了这一 

习惯法的特点。《英国租借时期威海卫法律制度研究》则从形式、内容和法律实效三个方面论 

述这一法制的特点，并对这些特点的成因作了解读。〔122〕有些论文也提及了特点，《上海小刀 

会起义军法制评述》〔123〕对小刀会起义军统治上海华界期间，即 1853年 9 月 至 1855年 2 月间， 

建立法制的特点进行了概括，较为突出的是简约性和及时性两大特点。《吐蕃法律初探》对吐 

蕃法律的特点进行了探讨，总结为诸法合体、等级森严、佛教道德法律三位一体、妇女地位低 

下 、保留了某些原始社会残余习惯等特点。其次 ，有少量中国地方法制史研究成果对地方案例

〔118〕 参见陈同，见前注〔27〕，页 1一4。

〔119〕 参见薛梅卿等，见前注〔12〕，页 1一3。

〔120〕 参见麦林华等，见前注〔16〕，页 1—6。

〔121〕 张晓蓓：“冕宁清代司法档案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页 181— 190。

〔122〕 邵宗日，见前注〔80〕，页 276—289。

〔123〕 王立民：“上海小刀会起义军法制评述”，《历史教学问题》1990年第 4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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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研究，产出了成果。《清代江西赋税纠纷案浅析》一文把清代江西的地方性法规及文献、案 

牍材料、地方志、诉讼案卷等资料中的赋税纠纷案进行了整理和研究，并且探索了引起纠纷的 

原因。《新上海第一年刑案述评》一文则对上海在194 9年 5 月解放后第一年中所发生的各类 

刑事案件进行了梳理归类，主要分为反革命、经济、侵犯人身权和财产权等案件，并对打击这些 

犯罪所取得的成效和相关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分析论述。最后 ，也有少量研究成果关注了地方 

的法学教育和法学学术团体，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上海法学教育史研究》对上海自 

1843年开埠 至 200 5年间的法学教育进行了全景式的研究，分为起源、发展、调整和挫折、振兴 

与繁荣四大时期，并对每个时期又分别作了阐述。《上海市法学会历史变迁研究》则采用纵横 

向相结合的体例，对上海市法学会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析。纵向以发展时期为主线，横向则以 

组织机构、社会功能、影响路径等相关问题为专题，整本著作的思路很清晰。

综上所述，可见近三十余年来中国地方法制史的研究成果已经不少，成绩非凡，这为今生 

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四、取得成绩的原因分析、存在的问题与进一步研究的展望

从今生的视角来观察，近三十余年来中国地方法制史的研究，已取得不小的成绩。这些成 

绩背后还存在一些问题和进一步研究的展望，都为今生所应该关注。

(一）取得成缋的原因分析

三十余年来，中国地方法制史研究取得的成绩不小，大大超过新中国成立以后前三十年的 

成绩。这里仅以发表的论文来作比较。据统计，前三十年专门研究中国地方法制史的论文仅 

有 7 篇 。〔124〕而 仅 2005年 就 有 1 0篇 ，〔125〕一 年 就 超 过 3 0年 。著作的情况也基本如此。取得 

成绩的原因主要有三。第 一 ，研究队伍开始壮大。这与法学教育的恢复和发展有直接关系。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法学教育开始恢复，不久便有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发展。1979年 ，法学 

专业的在校学生数为3008人 ，1998年 上 升 到 85565人 。〔126〕随着高校的扩招，法学专业在校 

人数有了进一步增长，到 200 8年这一数字已提高到4 0 万人，其中硕士研究生 8 万 人 ，博士研 

究 生 1 万人。同时，设立法学专业的高校也扩张到超过六百所。〔127〕 目前，仍保持着这一数 

字 。法学专业学生数量的增加，使得从事中国法制史教研的人员也会增长。因为，中国法制史 

是法学专业的一门核心课程，每个法学专业本科生都必须学习。按每个学校配套一位教师来 

计算，全国会有超过六百人的中国法制史教研队伍。其中，只要有一部分致力于中国地方法制 

史的研究，这支研究队伍的规模就比以往大许多。事实上也是如此。方慧、王立民、姚远、张晓

〔124〕 “新中国成立以来发表的法律史论文目录”（一），载何勤华、王立民主编：《法律史研究》（第一辑）， 

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页 197 — 207。

〔125〕 “新中国成立以来发表的法律史论文目录”（三），载何勤华、王立民主编：《法律史研究》（第三辑）， 

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页 374 — 390。

〔126〕 霍宪丹:《中国法学教育的发展与转型》，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页 326。

〔127〕王立民：“中国当前法学教育的职业化走向”，载《法制日报》2009年 1 1月 1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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蓓 、王东平、尚海涛、栗明辉等作者都是中国大学中的教研人员。另外 ，还有一些硕博士研究 

生 ，特别是一部分博士生也以地方法制史为研究目标，博士学位论文以地方法制史为主题，使 

得地方法制史的成果较为丰硕。《冕宁清代司法档案研究》、《清代清水江下游村寨社会的契约 

规范与秩序》、《晚清州县诉讼中的审判问题》、《民国时期华北地区农业雇佣习惯规范研究》、 

《西夏法律制度研究》、《清代回疆法律制度研究》、《上海公共租界特区法院研究》、《近代社会变 

迁中上海律师》、《英国租借时期威海卫法律制度研究》等力作都是博士学位的论文的翻版。可 

见 ，中国法学教育的大发展是中国地方法制史研究队伍壮大的直接推手。第二，研究资料开始 

增多。中国地方法制史的研究依赖于地方法制史的资料。没有这些资料，这一研究便无法进 

行 。改革开放以前，其中有些资料没有对外开放 ，研究人员便无法得到这些资料，研究受阻，成 

果也就不多了，地方的档案资料就是如此。改革开放以后，各 地 依 据 1987年制订的档案法的 

规定，纷纷开放本地保存的档案。这为研究地方法制史打开 了方便之门，研究资料增加许多。 

这里仅以研究上海地方法制史的成果为例，包括《上海公共租界特区法院研究》、《近代社会变 

迁中的上海律师》在内，还有《上海法制史》、《上海公安志》、《上海检察志》、《上海审判志》、《上 

海监狱志》、《上海市法学会历史变迁研究》、《城 市 • 规 划 • 法制》等 ，无一不是大量运用了上海 

现存的地方档案资料。著作是如此，论文也是如此。地方法制史资料的增多，为中国地方法制 

史的研究提供了方便。第三，研究环境开始宽松。改革开放以前，中国长期处于阶级斗争为纲 

的环境中，思想受到禁锢，学术无法自由，学术环境比较恶劣。改革开放以后，民主法治建设逐 

步推进，学术的春天到来，学术研究的环境开始宽松，研究人员的思想也开始解放了。这正如 

《中国法律发展报告》中指出的：

思想解放使法学工作者勇于打破禁区，全方位地开展法学研究；思想解放也使法学工 

作者能够以科学的态度面对现实和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理性地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 

思想解放更为广大法学工作者营造了一个从事法学研究的宽松环境，而这正是中国法学 

能够顺利发展的养分所在。〔128〕

正因为如此，中国地方法制史的研究也应运发展起来了。这三大主要原因的综合，正好是 

研究主体、客体和环境三大研究要素的有机聚合，这为中国地方法制史研究取得不小成绩铺平 

了道路。

(二）目前存在的问题

立足于今生，认真审视中国地方法制史的研究，可以发现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以下四 

个方面。第一，研究人员较为分散，没有形成研究合力。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分析，中国已经 

有一支地方法制史的研究队伍，分别研究以行政区划、地区、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单位的法制史。 

人数已达数十人，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但是，这支队伍中的人员较为分散，有在云南、山东、广 

东等省，有在北京、上海、重庆等城市，也有在新疆、西藏、蒙古等自治区。大家各自为政，各作 

研究 ，没有全国统一的研究计划、项目，无法形成研究合力。这会影响研究力量的有机组合，研 

究资源的合理配置，乃至系统、大部研究成果的产生。第二 ，研究的地域分布不匀，研究成果疏

〔128〕 朱景文：《中国法律发展报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页 595 — 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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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不均。当前，虽有不少地方法制史的研究成果，但经过梳理可以发现，现有的这些成果分布 

的地域不匀，还有很多地域没有为地方法制史的研究成果所覆盖。比如中国有这么多的市县， 

但有地方法制史研究成果的也仅上海、重庆、广州、冕宁等一些市县。又比如，中国有五十多个 

少数民族，都有聚居区，但有地方法制史研究成果的，也仅藏、羌 、傣 、回、蒙古等少数的少数民 

族 。同时，有的地方的法制史成果则比较集中。比如，上海法制史的成果就相对多一些，著作 

论文都有面世。许多地方法制史的研究成果就没有这么丰硕了。这就造成地方法制史研究成 

果不仅地域分布不匀，还密疏不均。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地方法制史研究参差不齐的现 

状 。第三，研究资料没有充分发掘，还有资料没有被充分运用。中国地方法制史的研究以资料 

为基础。没有资料，研究无法进行。缺乏相关资料，也会对研究带来不利影响，以致无法深入。 

中国有大量地方史资料保存下来，其中不乏含有法制史的资料。其 中 ，不仅有地方志，还有档 

案 、契约文本、石碑、传记等。这些资料都可以被利用，为研究地方法制史作贡献。可是，从目 

前情况看，这些资料还未被充分发掘，更谈不上利用了。就从上海档案馆所收藏的上海华界、 

租界法制的资料来看，就是如此。同样，有些市县档案馆里的地方法制史资料也在沉睡，没有 

被发掘利用。它们都是中国地方法制史研究的潜在资料。第四，研究方法较为单一，高质量的 

研究成果不多。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审读可以觉察到，研究方法大多限于资料的搜集与归纳、 

观点的提炼与论证、根据部门法的要求进行分析和内容排列等。这些方法固然重要，但要使这 

一研究向纵深发展，产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是不够的，还需要运用其他一些方法，以致中国地 

方法制史的研究成果有全景式展示，有深刻的解读，提高其品味。这四个主要问题需要在今后 

的研究中加以解决。

(三）进一步研究的展望

中国地方法制史的研究起步较晚，可以研究的空间很大，要推进这一研究，有必要重视解 

决现存的一些问题。首先，重视研究队伍的扩大和整合。目前，中国地方法制史研究的缺口不 

小 ，有不少地方的地方法制史研究成果还处于空白状态，这就需要组织力量进行研究，使这些 

空白及时得到弥补。而且，地方法制史的研究往往需要在本地收集相关资料，本地学者便具有 

了优势，因为他们会更熟悉当地的社会情况，相关资料更容易收集。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研 

究地方法制史的队伍还可有所扩大，人数也可有所增加。一些志同道合的学者可以作为新鲜 

血液加入这一队伍中来。另外，现有的研究力量也有整合的必要，以形成研究的合力，产出更 

为系统的高质量成果。中国已有系统的1 0卷本中国法制史研究成果即《中国法制通史》，〔129〕 

还缺少中国地方法制通史的大部著作。只有当研究力量得到合理有效的整合以后，中国地方 

法制通史的成果才有望与大家见面。当前，可以先通过召开专门的地方法制史研讨会、成立相 

关的研究会、建立地方法制史研究的信息交流渠道等形式，加强学者之间的沟通与联系，为整 

合研究力量、产出更为系统和高质量的成果作准备。其次，重视研究资料的收集。中国地方法 

制史资料很分散，有的还往往不被人们所重视，可是要进一步推进中国地方法制史研究，没有 

资料不行。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工程的兴造、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等都有可能使一些珍贵的地方

〔129〕 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制通史》，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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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史料受损，甚至灭失，因此当务之急是要重视收集研究资料，把它们尽可能多地保留下来， 

抢救下来，为研究作准备。不少地方法制史资料会存留在地方档案中，要特别重视地方档案的 

发掘。其中，既包括立法、行政执法档案，也包含司法档案等。中国已有一些地方法制史研究 

成果使用了大量地方档案资料，《上海法制史》、《城 市 • 规 划 • 法制》、《上海公共租界特区法院 

研究》、《冕宁清代司法档案研究》、《民国时期华北地区农业雇佣习惯规范研究》等 ，无一不是如 

此 。还有，田野调查、口传资料也不能忽视。这些鲜活的资料往往能起到传世文献、档案等资 

料所起不到的作用，《羌族法制的历程》和《西南少数民族习惯法研究》等著作都使用过此类资 

料 ，效果很好。总之，要拓宽收集中国地方法制史资料的渠道，收集和使用更多相关资料，为进 

一步研究做好基础性工作。最后，重视研究方法的改进。现有的研究方法仍可使用，但更要重 

视引用其它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比如理论分析、实证、比较等方法。使用这些方法可提升现 

有中国地方法制史的研究水准。理论分析方法可以提升地方法制史研究的理论水平，加强史 

论结合，突破就史论史的樊篱，使研究更具价值。实证方法可使研究突出定量分析，为定性奠 

定基础，做到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使研究的问题和提出的结论更具说服力。比较方法可以 

在比较过程中，凸显地方法制史的特点，反映出它们的差别与实质。当然，在使用这些方法时， 

也需因地制宜，切忌盲从。要在适当的地方使用适当的方法，物用其尽。比如，可以把地方法 

制史与中央法制史相比较，反映出它们各自的特点；可以把不同省份、地区的法制相比较，可以 

提炼出它们各自的差异与特色；可以把不同少数民族聚居区法制史作比较，可以烘托出它们的 

相同点与不同点等。相信随着研究方法的改进，中国地方法制史的研究还可再上几个台阶。

在前世，中国地方法制史已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十分喜人。在今生，这一研究的任务很重， 

研究空间很大，还需不懈努力，取得更大更加喜人成绩。

(责任编辑：徐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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